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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探究中国高铁产业成功实现技术引进并高质量完成技术赶超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通过构建“知识和技术-行为主体和网络-制度”三维度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中国高铁产业的技术引进、积累和赶超是各行为人和网络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一方面，在行为人和网络中，政府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说，首先原铁道部实施了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在技术引进之初就积累起了相当大的政策优势；其次，科技部牵头建立的高铁产学研体系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也为高铁技术的顺利“落地”提供了舞台。而另一方面，即制度和环境层面，中国较低的征地成本、庞大的市场需求以及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也为高铁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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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High-speed Rail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toral System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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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uccessful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high-quality technology catch-up in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industry by using the theory of sectoral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ccumulation and catch-up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industry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each actor and network, system and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Specifically, first of all, the former Ministry of Railways implemented an active and promising industrial policy, which accumulating considerable policy advantages at the beginning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second,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system l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established as the main bod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nally, the active coope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lso provided a stage for the smooth “landing” of HSR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at is, 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level, China’s low land acquisition cost, enormous market demand, and the relatively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also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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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产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赶超最为成功的部门之一，甚至已成为了国家自豪感的重要来源[1]。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引领世界高铁工程建造和运营管理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国际铁路联盟（UIC）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只有672 km，占全世界总运营里程的不到7%，而在2015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迅速扩张到19 000 km，占全世界总运营里程的比例则超过了58%[2]数据库的格式怎么处理？。在成为“高铁大国”“基建巨人”的同时，中国在高铁技术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仅用11年时间就完成了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形成正向设计能力、掌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赶超过程，迅速成长为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比肩的“高铁强国”[3]。中国在高铁产业的成功，特别是高铁技术赶超方面的成功，引发了学者们持续的关注和讨论。路风[4]、高柏[5]等强调政府的动员和协调作用，认为政府的创新意志和政治手腕是中国高铁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吕铁等[6]通过调研后认为企业才是解释这一问题的核心，即市场竞争的加强以及创新导向的选择机制使得自主创新成为了各高铁主体的理性选择，其观点接近于钱颖一[7]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时使用的“把激励搞对”。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理论价值和可取之处，但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应寻求一种能够将各行为人主体同时纳入分析，能够分析创业创新、组织与绩效关系的框架，因此，本文选择了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去探寻中国高铁产业从技术追赶（catch-up）到技术创新（innovation）背后的机理，争取做到更为全面、客观。
1  文献回顾和分析框架
1.1  文献回顾
产业创新系统理论（sectoral system of innovation）最早由Malerba[8]等人提出，是一个间于国家创新系统和企业创新系统的中观层级的创新系统；是一个为了满足既有或新出现的需求，通过各种活动以及市场和非市场的交互作用来制造、生产和使用特定产业产品群的行为者的集合；是一个包含“知识和技术”“行为主体和网络”以及“制度”三维度的创新体系。无论是其知识基础还是理论来源，都可以看到一种浓厚的熊彼特主义传统[9]。
    从知识基础看，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主要来自于演化经济理论和动态学习理论。相较于新古典主义，Pavitt[10]及Nelson[11]等人对于组织演化和技术变迁的研究采用了一种更为动态的、开放的视角；同时，组织演化的非理性方面，以及关于“惯例”的研究为之后对于技术扩散、技术引进和技术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而产业创新系统的理论来源则应追溯到Freeman[12]等人建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Freeman在对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社会各要素主体的系统性考察后发现，技术赶超的主体可以拓展到整个国家，日本的经验证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二元范式的变迁会带动其整体技术的超越，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对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及使用效率对于这一变迁过程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这之后，Lundvall[13]、OECD[14]、Porter[15]等则逐步将知识传播机制、人力资本概念等要素引入到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中，并最终建立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重点在于考察不同的政策及制度在知识和技术的产生、在传统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及其内在的传导机制。柳卸林[16]、彭宜新等[17]都将这一理论引入到了中国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讨论当中。Breschi等[18]和Malerba [8]等人在最开始建立产业创新系统时，实际上是尝试将国家的边界做淡化处理，继而用产业边界来研究创新系统理论，应该说这与当时欧洲的实际情况是相契合的，对于部分产业，如飞机制造，已经远远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范围，原有的国家创新系统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该行业的创新机制。在此背景下，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应运而生。
长期以来，产业系统创新理论的研究对象普遍是发达国家或者“东亚奇迹”国家的产业，其中既包括Malerba[8]等人对欧盟各国等传统发达国家产业的研究，也包括Lee等 [19]、Mu等[20]、Kim等[21]对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经济体产业的研究，其中后者更为强调探究后来者从追赶到超越的这一过程。但遗憾的是，产业系统创新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重视程度尚显不足[9]；而且就其研究的产业类型来看，多集中于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私人部门，而较少考察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带有垄断性质的产业。本文认为出现这两个现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产业系统创新理论在有意规避国境限制时，在客观上弱化了国家这一行为主体的能力，而这种弱化对于解释强政府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产业的技术赶超来说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1.2  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借鉴Malerba等[22]所构建的“知识和技术-行为主体和网络-制度”三维度体系作为分析框架。具体到分析内容，在知识和技术层面，将重点讨论高铁的技术基础、相关投入以及所谓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在行为者和网络层面，将围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多重角色”这一中心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除政府之外的其他行为人，具体包括产学研体系中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等；最后在制度环境层面，本文认为应涵盖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条件，如市场需求、人员流动性与城市化进程等，也应包含一些社会制度及其规范，如土地所有制、官员晋升机制等。我国高铁产业创新系统框架如图1 所示，六边形整体代表中国高铁产业系统创新体系，六边形的边界自然而然代表中国的国家边界，其所输入的是市场需求、输出的则是产业竞争力。首先，本文认为在创新系统的三维度框架中，位于核心的应为知识和技术，其中技术的转移、积累和创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链条，在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其次，围绕着技术，同样对应着3个行为人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政府通过提供R&D资金等方式与科研院所和高校相连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等与企业相连接，而企业与科研院所和大学之间则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协作关系；最后，无论是知识和技术还是行为人网络，都时刻浸润在中国的基本环境和制度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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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高铁产业创新系统框架

2  高铁产业的特点及其特殊性
    本文认为，在研究中国高铁产业创新系统之前，有必要对高铁产业的特点及其特殊性展开研究和论述。同其他一般的制造业产业相比，高铁产业至少在以下3个层面具有特性，概括来说，第一是投资规模大，第二是行业集中度高，第三是社会效益广。
2.1  投资规模及投资主体
一方面，高铁产业的投资规模巨大。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发布的一项关于中国高铁的研究报告显示[23]，在2013年年末中国开通运行的27条高速铁路中，综合考虑工程筹备、土地、土建工程、轨道工程、车站工程、四电工程、机车车辆、维修场站以及建设期利息等成本后，时速350 km的线路单位成本为0.94亿元/km～1.83亿元/km，设计时速250 km的客运专线的成本为0.70亿元/km～1.69亿元/km；而2013年法国4条在建铁路的单位成本都在1.5亿元/km～2.1亿元/km之间，较中国的成本还要高上1/3，其他拥有高铁技术的发达国家的高铁建设成本也基本与法国持平。因此，如果考虑到建设一条高速铁路的里程之长，其投资额不会是一个小数目，以我国为例，从2014年起每年对高铁产业的投资规模都超过了8 000亿元。
另一方面，从投资主体来看，高铁建设，特别是一国第一条高铁的建设往往都是由政府充当“第一责任人”。如首次开发东海道新干线的日本或是建设ICE高速铁路网初期的德国，高铁的建设资金来源大部分都是政府运作，或是直接提供贷款，或者发行由政府信用做担保的债券；铁路企业（大多数都是国营企业）自筹资金也占有很重要的比重，部分项目还引入一定的国际组织和财团的借款。同时，我们也观察到20世纪以来高铁建设的融资模式更趋于多元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应用更加广泛，如中国的京沪高铁项目等。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国家高铁项目投资来源
	国家
	项目名称
	建成年份
	工程建设费
	资金来源

	日本
	东海道新干线
	1964
	3 300亿日元
	国铁发行债券占比超过50%；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大藏省资金运用部提供的低息贷款占比超过30%；政府担保的国际复兴银行（世界银行）占7.6%

	
	东北新干线
	1982
	2 660亿日元
	超过60%的资金从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贷款、发行政府担保债券；超过30%的资金依靠国铁自行发行的债券，其中约5%来自国家给予的工程费用补助金

	法国
	TGV北方线
	1993
	169亿法郎
	96%依靠国营铁路公司发行债券和贷款，4%来自政府财政补贴

	
	TGV东欧线一期
	2007
	205亿法郎
	39%由政府财政投入；23.4%由国家铁路基础设施局筹集；23.9%由高铁沿线四大区地方政府投入；10.2%来自于欧盟的项目补贴；余下的3.5%由受益国卢森堡提供

	德国
	汉诺威-维尔茨堡ICE高速线
	1991
	118亿马克
	全部来自联邦政府财政拨款、政府无息借款和低息借款及发行债券等

	西班牙
	马德里-塞维利亚线
	1992
	4 410亿比塞塔
	政府投入65%；国家铁路自筹35%

	韩国
	京釜高速铁路
	2004
	218.8亿美元
	政府投资76.58亿美元，占35%；国家高速铁路建设工团发行债券占29%；政府提供担保的贷款占10%；国外机构提供的贷款占24%；民间投入资金占2%

	中国
	京沪高铁
	2011
	预算为1 982.98亿元人民币，实际约为2 209亿元人民币
	铁道部出资24.44%；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的资本金占14.91%；沿线地方4省4市出资占16.96%；筹集的债务性资金占43.69%



2.2  垄断性
高铁产业及其所属的铁路运输业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集中度较高的行业，而中国铁路运输业垄断性的市场结构相较而言存在着“高强度的政府行政干预、长期的行政垄断和普遍的国有企业产权安排”[3]。同其他不具有自然垄断性的制造业行业相比，中国铁路（高铁）产业的参与企业在数量上更少，企业的规模也相对更强。《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6）》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制造企业只有52家，在数量上是电线和电缆制造企业的1.36%、照明灯具制造企业的2.73%、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27.66%。（是否可以不加参考文献？）
另外，笔者通过对同花顺金融网高铁概念股板块汇总的39家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公司分别参与到了中国高铁的铁路基建、铁路信息化、高铁整车、高铁零部件与工程材料等产业链环节中。其中，于2015年由中国北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北车集团”）和中国南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集团”）合并组建的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车集团”）作为唯一生产高铁整车的上市公司以2 291.77亿元流通市值高居榜首；而在整个高铁板块中，中国中车集团、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四强的流通市值所占份额接近了70%，而其他35家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则只占30%左右。这些数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高铁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之高；同时从所有制性质来看，高铁产业中大型国有企业的力量居于决定的主导地位。
2.3  社会效益
[bookmark: OLE_LINK43]作为准公共产品，同其他制造业相比，高铁产业不仅存在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同样存在可观的社会效益，如Chen等[24]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2002－2013年的高铁投资贡献了同期8.5%的社会福利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
首先，高铁大幅提高了铁路客运速度，具有显著的时间效益[25]。刘铮[26]估算京石客运专线开通带来的时间上的节约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20亿元。而京沪高铁的开通则将北京至上海的单程所需时间从10 h～12 h缩短到了最短的4 h 48 min，其背后产生的时间效益带来的经济价值更是难以估量。
   其次，高铁对于沿线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Melibaeva[27]研究指出高速铁路的可达性和便利性提高了“经济走廊”的城市与城市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Atkins公司[28]两次针对英国的调研报告也显示了与之类似的结论。高铁不仅仅拉近了大城市之间的距离，也能增强沿线地区城市的吸引力，并有利于沿线地区优化资源配置，加速其城市化进程，也有利于高水平的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如京津城际对于首都经济圈的促进作用[29-31]；同时，人员流动性的提高，特别是高素质人才流动性的提高，也加速了知识的外溢和减轻了人力资本空间分配不均带来的“知识真空”。此外，高速铁路的专线运营，即客货分流，挖掘了原有铁路的货运潜力，对于促进区域间的货物流动与市场整合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高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同其他交通出行方式相比，高铁在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便都有着明显的优势。Givoni等[32]研究指出高速铁路尽管在占地、噪声污染、SO2带来的空气污染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同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在环境友好方面仍然具有较大优势，特别是同航空业相比。具体而言，第一在能耗方面，以中国武广高铁动车组为例，其以300 km/h运行时，人均百公里能耗仅为3.64 kW·h，只相当于客运飞机的1/12、小轿车的1/8、大型客车的1/3；第二，高铁动车组完全采用电力牵引，不消耗化石能源，有利于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三，与传统铁路和公路相比，高速铁路所需的基础设施占地面积仅为公路所需的25%，再加上“以桥代路”等方式的使用，都有效地减少了其对于土地的占用。
3  产业系统创新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高铁技术创新
3.1    知识和技术
3.1.1  知识和技术基础
高速铁路技术是一个极其庞杂又广泛的技术体系，包括车体结构、牵引供电、通信信号、运营调度、安全防灾、客运服务、综合检测、路基路轨、桥梁隧道等诸多子系统[33]。普遍认为，中国的高铁技术来源于2004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34]，中国先后承接了加拿大庞巴迪、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以及德国西门子等公司的成熟技术，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即所谓的从“看图纸”到“改图纸”再到“画图纸”），逐渐形成了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平台和技术体系。其标志就是2010年由中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时速超过380 km/h的CRH380A号动车组的顺利下线。但是通过对中国高铁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早期对于高铁产业自主探索所积累的知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科技人才的培养上，中国南车集团前董事长赵小刚[35]就曾表示“参加京沪高铁建设的技术骨干有90%的人都参加过为‘中华之星’配套的秦沈铁路建设”，这支成熟的高水平团队在技术转移的进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次是在问题和经验上，研究表明在“中华之星”等早期动车组的研究过程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制造、运营中遇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积累事实上使得在消化-吸收中我方人员能够有的放矢，最快速度地补上了原有制造技术的短板，大大缩短了技术引进的过程【36】。中国自主研发的动车组原型如表2所示。
【表内“空白”代表未测或无此项，“—”代表未发现，“0”代表实测结果确为零。请确认】已确认
表2  中国自主研发的动车组原型
	指标
	蓝箭
	先锋
	长白山
	中华之星

	试制年份
	1999
	2001
	2003
	2001

	最高试验速度/（km/h）
	249.0
	292.0
	224.0
	321.5

	最高运营速度/（km/h）
	−
	250
	235
	270

	设计运营速度/（km/h）
	200
	200
	210
	200

	动车组数量/列
	8
	1
	1
	2



3.1.2  相关R&D投入
     在技术引进的初期，大量的R&D投入对于中国高铁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8－2010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资助了55项与高铁动车组有关的科研项目，其中有33项直接用于吸收外来技术及对外来技术进行本土化改造[37]；另有10项课题直接受到“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与“中国高速列车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项目的支撑，国家拨款10亿元，参与研发的企事业单位自筹20亿元，资金池的资金总额高达30亿元。据统计，参与此次科研计划的单位共计有25所重点高校、11家科研院所、5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具体见表3所示。
表3  2008－2010年中国高速列车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国家拨款/万元
	自筹资金/万元
	总金额/万元
	主持单位

	1
	共性基础及系统集成技术
	30 000
	75 000
	105 000
	中国南车集团

	2
	高速列车转向架技术
	 3 000
	 7 000
	 10 000
	中国北车集团

	3
	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
	 3 000
	 6 000
	  9 00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4
	高速列车车体技术
	 3 000
	 7 000
	 10 000
	中国北车集团

	5
	高速列车牵引传动与制动系统
	12 000
	25 000
	 37 000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6
	高速列车网络控制系统
	18 000
	22 000
	 40 000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7
	高速列车关键材料及部件可靠性
	 5 000
	12 000
	 17 000
	中国南车集团

	8
	高速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
	16 000
	33 000
	 49 000
	北京交通大学

	9
	高速列车牵引供电技术
	 5 000
	10 000
	 15 00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10
	高速列车运行组织方案
	 5 000
	 3 000
	  8 000
	北京交通大学



与此同时，车辆制造企业内部也逐渐提高了R&D的投入强度。以中国中车集团为例，《中国中车年鉴2015》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起其每年研发支出都保持了不低于10%的增长。2014年度中国中车集团共实现利润总额163.02亿元，其中科研支出则达到了历史最高的99.50亿元。在相关投资的驱动下，各个研发主体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中国高铁技术申请专利的直线攀升上（如图2）。

	图2  2005－2015年中国高速铁路专利申请数量

3.2  行为人和网络
    笔者在对中国高铁产业和高铁技术发展的考察中发现，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复杂，已经大大超越了原有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或者企业家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state）的概念。
3.2.1  原铁道部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
在中国高铁技术引进的过程中，作为主导者的原铁道部既代表政府行使管制职能，同时也作为“企业”活跃在市场之中。具体来说，作为管理者，在高铁技术引进过程中，原铁道部是战略制定者（在国务院领导下）和执行者、规则制定者、考核验收者，同时也是研发的资助者、市场的创造者和舆论的引导者；在高铁建设过程中，铁道部又负责高铁资金的投融资，负责高铁站线规划并提供统一的技术标准，负责各项工程的招标、施工及工程验收，还负责车辆及其他配件的购置和管理；在高铁的运营中，原铁道部还要负责运营计划的安排、统一指挥调度、保障安全运营以及提供运输服务等。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铁道部“吸收了新建重大铁路项目中的几乎所有项目和融资的风险”[23]。在这中间，本文认为原铁道部作为产业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最为关键。
2004年6月17日，原铁道部委托中技国际招标公司为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进行时速200 km动车组招标，并发布《时速200 km动车组项目投标邀请书》公告，明确投标企业必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具备铁路动车组制造能力，并拥有成熟的时速200 km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国外合作方技术支持的中国制造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还明确规定了3点原则：第一，关键技术必须转让；第二，价格必须最低；第三，必须使用中国品牌。由此确立了中国高铁产业严格的、高质量的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政策。在技术引进的谈判中，原铁道部充分利用了自身“战略买家”的优势，在35家车辆制造企业中只选出了南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和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两家与外方企业展开谈判，并由原铁道部统一组织谈判团队，而卖家则包括了西门子、阿尔斯通、庞巴迪和日本多家高铁制造企业。原铁道部对于国内资源的整合以及拥有天量订单和“四横四纵”客运专线的吸引力最终确保了上述三点原则的实现。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西门子2004年第一次谈判，也就是关于“时速200 km项目”的谈判，因固守原型车3.5亿元人民币一列、技术转让费3.9亿欧元而被踢出局之后，在2005年第二次关于“时速300 km动车组”谈判中给出了原型车2.5亿元人民币、技术转让费8 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拿到了60列的订单。
而与之相对比，在中国高铁大规模技术引进之前，国内的车辆制造企业等却没能享受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带来的规模效应。1998年，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力图实现“政企分开”，提升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在此背景下，国务院颁布了《铁道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要求铁道部应相应下放生产经营权责，减少和弱化计划、项目的直接管理；铁路局、工程局、工厂作为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虽然仍受原铁道部的制约，但在市场化进程的浪潮中，地方铁路局在名义上取得了市场经营主体地位，并在实际经营中拥有了非常多的自主选择空间。原铁道部对于地方铁路局的“放权”对于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深刻的但却容易被人忽略的影响。
在1998－2004年间，南京浦镇车辆厂、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和长春客车厂等厂商都在从事更高速度的动车组研发，高铁的技术研发更像是一场企业之间的“锦标赛”，然而这场锦标赛的参赛费用高昂但奖金却少得可怜（如表4）。在这一阶段，铁道部失去了或有意放弃了对于地方铁路局及下属机车制造企业的统一规制，引入市场化机制，鼓励铁路局与车辆制造企业之间进行商业谈判以及开展其他市场化行为。由此，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除了广州铁路局为了缓解广深线的客运压力而订购的“蓝箭”号达到了8列以外，其余各地方铁路局所开出的订单都在1～2列，根本无法摊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在巨大的研发风险下，车辆制造企业的创新激励严重不足，对于动车组型号的改进无论是在主观意愿上还是客观的人员、资金环境上，车辆制造企业都失去了潜在的动力。
表4  我国部分铁路局与车辆制造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数量
	动车组型号
	铁路局
	车辆制造企业
	订单数量/列

	长白山
	沈阳铁路局
	长春客车厂
	2

	大白鲨
	广州铁路局
	株洲电力机车厂
	1

	先锋
	成都铁路局
	南京浦镇车辆厂
	1

	天梭
	郑州铁路局
	大同机车厂
	1

	蓝箭
	广州铁路局
	株洲电力机车厂
	8



    而在吸取这一教训的基础上，在2004年的技术引进中，原铁道部实行了更加积极有为的政府采购来支持自主创新。2005年6月，原铁道部重新启动时速300 km动车组谈判，在与西门子达成技术转让协议的同时，还顶着巨大压力同南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签下了60列时速300 km动车组订单，而当时南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还没有完全掌握时速300 km以上动车组生产的技术，但这一看似赌博式的决定实际上让中国高铁走上了真正的自主创新之路。
3.2.2  科技部牵头建立的高铁产学研体系
程华[38]整理并研究了1978－2010年间中国国家及各部委颁布的580项科技创新政策，结果显示，政府的创新政策数量从20世纪90时代起就呈现递增的趋势，而在全国科技大会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200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自2004年大规模技术引进开始，高速铁路作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得到了大量的科技政策的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前文提到的2004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并于2008年、2016年重新核准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及2008年原铁道部和科技部共同签署的《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合作协议》。
在中国高铁的技术引进相对成熟后，科技部与原铁道部于2008年2月达成协议，联合深化时速350 km及以上高速列车的自主创新。原有的铁道系统内部的产学研体系被资源更多、范围更广、合作更深入的创新体系所取代，高铁科技的发展冲破了部门之间的门户藩篱，成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一方面，更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如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都参与到了高铁技术的研发之中，其同生产企业相比，在对于尖端科技的攻克、基础理论研究和仿真实验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研究资金的支持下，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得到了更好地调动，其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传导更为顺畅。由此，原来各车辆制造企业之间的“锦标赛”变成了企业同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一局“桥牌赛”。科技部的介入及其所释放的资金和人才方面的资源，为中国高铁技术的自主创新注入了极为宝贵的有生力量。
在包括高速铁路轨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所有12家国家级创新实验平台中，只有3家成立于2007年以前，大部分都成立于2008年以后，这足以说明科技部与原铁道部两部合作对于高铁技术发展的意义之重大。而2008年成立的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依托单位为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南大学、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和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4家单位分属产、学、研不同性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前中国高铁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模式。在时速350 km以上高速列车的设计、制造、试验和投产过程中，共有25所重点高校、11家科研院所、5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参与。产学研联盟不仅为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最夯实的基础，也为高铁技术日后的健康发展、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
3.2.3  省部共建与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
关于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问题，学界已经形成了两种比较成熟的观点：一种是以Qian等[39]为代表的“财政联邦主义假说”，该假说认为行政分权和财政包干给予了中国地方政府一个发展地方经济的强激励；而另一种观点则是以周黎安[40]为代表的“政治锦标赛假说”，这一假说假定存在着一个上一级政府对管辖地区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机制，经济绩效考核成绩较高者将获得提拔，地方官员的晋升同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的集合在了一起，因此在这样的激励下地方官员的溢出效应得到了内部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关注的主体一个是地方政府本身，一个是更加微观的地方政府官员，但实际上二者都是在委托-代理机制下的讨论，而且都给出了地方政府积极作为的动因。
[bookmark: OLE_LINK28]更进一步，徐现祥等[41]对于中国现行政绩考核制度下官员交流的影响研究发现，晋升博弈下官员的交流效应是通过“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来实现的，做大任内、任期的地区生产总值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选择，因此对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往往“来者不拒”，因此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出于地方发展或者个人政绩的考虑，都对高铁建设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地方官员为了争夺高铁的建设权和建站权“跑部”“跑局”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在诸条高铁的建设上我们都发现地方政府对于省部共建模式一直拥有着较高的积极性。所谓省部共建是指省级地方政府和原铁道部共同为地方高铁建设出资。比如2009年山东省与铁道部修建德龙烟铁路时双方的筹资比例为3∶7，大部分资金由原铁道部注入，地方政府只需要负责沿线的拆迁安置任务、为项目提供相关基础设施等，资金压力比较小；但随着原铁道部债务水平的激增，在PPP融资模式下地方政府以“拆迁入股”的比例逐渐上升，如山东省境内的济青高铁项目总投资约600亿元，其中沿线征地和拆迁补偿款300亿元均由山东省自行解决。不过，尽管高铁的建设对于地方财政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但地方政府对于修建高铁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减弱。
3.3  制度和环境
3.3.1  较低的征地成本
中国的土地征用和搬迁安置成本相对较低[42]。据估计，加利福尼亚州高铁的现场施工及路权成本约为1 000万美元/km，占总成本的17.6%[23]；而一项针对世界银行资助的中国高铁建设项目（包括石家庄－郑州、贵州－广州、吉林－珲春、张家口－呼和浩特、南宁－广州和哈尔滨－佳木斯等6条线路）的调查显示，中国土地征用及搬迁安置工作的成本仍然只有项目总成本的8%以下【是相同的】（如表5）。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在资源动员能力上的强势，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充分地利用了自身在建设高架桥上的低成本优势，在高架桥上铺建轨道虽然相对成本略高于路基，但是考虑到在拆迁、移民安置以及耕地保护等带来的节约替代，该战略得到了大规模推广，特别是在时速超过350 km/h高铁的建设上这一比例达到了41%之多。较低的建设成本，特别是征地成本，为中国大规模的高铁建设开启了“绿灯”。
表5  中国高铁建设各要素占项目总成本的比例
	项目
	[bookmark: OLE_LINK1]列车350 km/h
	列车250 km/h
	列车200 km/h

	拆迁及征地费用
	 4％
	4％～8％
	6％～9％

	土建工程
	48％
	50％～54％
	44％～51％

	路基
	 6％
	7％～12％
	13％～15％

	桥梁/高架桥
	41％
	13％～25％
	25％～27％

	隧道
	 1%
	16％～29％
	2％～13％

	轨道
	 9％
	9％～11％
	6％～7％

	通信、信号及信息
	 4％
	3％
	4％

	电力
	 5％
	4％～5％
	4％～5％

	机车车辆
	15％
	3％～4％
	5％～7％

	包括车站在内的建筑物
	 2％
	2％～4％
	[image: ]3％～5％

	其他成本
	余数（土建工程包含底下的三项）
	余数
	余数



3.3.2  庞大的市场需求
[bookmark: _GoBack]    Qian[43]在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时强调，“尽管在跨国回归分析当中，中国和新加坡、爱尔兰或者博茨瓦纳一样都仅仅代表着一个具体的数据点”，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特殊性。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近40年发展最迅猛的国家，中国在高速客运方面的需求持续增长，这种庞大的需求作用于广袤国土上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高铁里程以及高铁客运量的飞速增长，2016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2.2万km，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之和；同年输送旅客14亿人次，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一年都乘坐了一次高铁。另外，这种市场需求还表现以“春运”这一人口大迁徙为代表的、对于交通客运能力的短时段高强度需求，长期以来的“一票难求”“回家难” 的局面因高铁产业的发展而有所缓解，据铁路总公司[44]统计，2017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56亿人次，其中高铁发送旅客2.14亿人次，占比超过60%。
    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强烈的市场需求使得中国的高铁技术在一开始就具备了“大国技术”的特征。所谓“大国技术”是指可以通过足够的市场规模实现运行的经济化。它有两个条件：一是高速铁路要以人口稠密和城市密集为服务对象，存在着多点停靠的可能，以便分摊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二是要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基础、生活水准较高，能够承受高速铁路相对较贵的票价，也能够保证高速铁路的施工、运行与维修、管理。世界上能够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寥寥无几。中国国内庞大的市场与高铁技术本身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之间相互契合，客观上推动了高铁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
3.3.3  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
    从高铁产业的全产业链来看，高铁制造业的上游包括特殊钢铁、基础建设、特种工程机械设备制造等行业都需要为高铁建设与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与技术保证，同时，高铁的发展融合了机械制造、冶金、电力、电子、新材料、信息等各个领域的新技术，因此，一个没有相对完备制造业体系的国家很难顺利实现高铁技术的消化吸收，更遑论自主创新，而中国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坚实的脚步则为高铁产业及其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劲的支撑力量
4  结论
本文以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为视角，构建了“知识和技术-行为主体和网络-制度”三维度分析框架，并重点分析了以原铁道部为代表的行为主体在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分析本文认为，高铁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同我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以及较低的基建成本和征地成本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各级政府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为重要的应归功于在高铁技术引进过程中始终采取积极有为产业政策的原铁道部以及在高铁技术消化吸收过程中牵头构建高铁技术产学研体系的科技部这两个部门。
虽然高铁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二者的碰撞颇有些“风云际会”的意味，但这并不代表中国高铁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具备任何的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参考价值。首先从理论上来看，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对于原有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产业创新系统理论的边界都构成了突破，提出了一种超越二者构建新分析框架的可能性。其次从实际来看，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做好技术引进、利用好后发优势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那就是秉持开放心态，采用积极审慎的产业政策，坚定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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